范文网 028GTXX.CN
[bookmark: _Toc1]明朝海禁政策为何在后来会被废除呢？
来源：网络  作者：玄霄绝艳  更新时间：2024-11-03
明朝的海禁政策自洪武年间开始到明末海禁的废弛经历了一个多变的过程。从明初严厉的海禁政策，永乐年间海禁的松弛，永乐后海禁政策的再强化，嘉靖年间的海禁政策高度强化，隆庆开放和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 明末海禁的废弛。这些政策对明朝历史发展产生了...
　　明朝的海禁政策自洪武年间开始到明末海禁的废弛经历了一个多变的过程。从明初严厉的海禁政策，永乐年间海禁的松弛，永乐后海禁政策的再强化，嘉靖年间的海禁政策高度强化，隆庆开放和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 明末海禁的废弛。这些政策对明朝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朝在建立之初，朱元璋为防止自元朝起就侵扰东南的倭患，规定除官方认可的朝贡贸易，对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和倭寇采取了严厉禁止的海禁政策。但是，这项政策并没有在根本上起到制止倭寇侵袭的作用，反而严重的影响了明朝对外贸易的正常开展。
　　当时在明朝东南沿海的倭寇分为两种，一种是来自日本真正的倭寇，而另一种则是沿海地区的走私商人，这些商人为了更好的走私和保护自己的商品，通常与真倭联合或假借倭寇的名义建立属于自己的海上武装，以此对抗明朝海军，这其中最著名的一支当数五峰船主汪直。
　　汪直虽然是当时东亚地区最大的海盗，但同时也是当时整个东亚地区最大的走私商人。他一直希望明朝能够取消海禁政策，允许民间参与海外贸易。为达到这个目的，他甚至主动帮助明朝剿灭海盗，但是他的行为并没有得到明朝的认可，在明朝看来，以汪直为代表的走私商人依旧是明朝海防最大的威胁。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因为汪直既无法完全剿灭福建的萧显、邓文俊、林碧川、沈门，广东的何亚八等海盗，又无法约束自己的部下袭扰沿海。最终造成汪直与明朝之间的矛盾激化，是年三月，明朝派遣官军偷袭沥港汪直。
　　汪直与明军交火后，败走日本，双屿港与沥港相继被毁，使海商的海上贸易网络遭受重创。为此汪直联合各方海上势力，大举入寇东南沿海一带，“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由于这次海患自嘉靖三十一年壬子年开始，因此也被称为壬子之患。
　　虽然在嘉靖三十六年当时的浙江巡抚胡宗宪成功诱降了汪直并在两年后将其正法，但这场倭乱并没有因为汪直的死而终结，明朝企图采用诱杀的方式扑灭来自海上威胁的做法无疑失去了走私商人对明朝的信任，东南海患愈加严重。
　　直到嘉靖四十五年在戚继光、俞大遒等将领的努力下这场海患才最终被扑灭，但此次海患前后一共持续十五年，波及整个大明海疆，沿海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沉重的损失也使得明朝开始反思海禁政策是否有必要继续施行，并在朝堂之上掀起了一场关于是否开放海禁的争论，也就是所谓的筹海之争。
　　嘉靖三十六年，被捕入狱的汪直向明朝上书了一封《自明疏》，在疏中他再次提出以帮助明朝消灭倭寇为条件，请求明朝开放海禁，允许民间自由参与海外贸易。针对他的提议，曾任御史的唐枢指出，顺其请，有五利。
　　第一是能够迅速地消灭屡禁不止的倭寇;第二是倭寇的形成是由于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因此如果允许开放海禁，就能从根本上禁止商人入寇，夫商之事顺而易举，寇之事逆而难为，惟其顺易之路不容，古逆难之图乃作，闽之海禁不宜严，亦以此;
　　第三是一旦开关就可以征收商税，不仅可以补充军饷的不足，也能减少百姓的负担;第四是开放海禁能够安定沿海的居民，减少倭乱的发生;第五是东南地区的兵力不足，如果长期从其他地区调集军队用于对抗倭寇也不是长久的办法，同意汪直的要求可以减轻明朝军事压力。
　　但是，明朝的官员中也有人提出反对的意见，如胡宗宪在《广福人通番当禁论》中认为如果要消灭倭寇，首先要加强海禁，让内地人无法与倭寇接头。“倭奴拥众而来，动以千万计，非能自至也，由内地奸人接济之也……济以米、水，然后敢久延，济以货物，然后敢贸易，济以向导，然后敢深入。海洋有接济，犹北陲之有奸细也，奸细除而后被虏可驱，接济严而后倭夷可靖。”
　　其后南京御史屠仲律也在《御倭五事疏》中称“夫海贼称乱，起于负海奸民通番互市”，同时，更进一步地指出倭寇中大部分成员都是沿海的居民，“夷人十一，流人十二，宁绍十五，漳泉福人十九，虽概称倭夷，其实多编户之齐民也”。与胡宗宪一样，他认为，要消灭倭寇，就必须加强海禁，并提出了更加严格的三禁，即“其一，禁放洋巨舰;其二，禁窝藏巨家;其三，禁下海奸民;三法者立，而乱源塞矣”。
　　而御史冯璋则在《通番舶议》中更是以南宋和元朝曾经开放海禁为例，认为南宋开放海禁，所获得的货物都是一些无用之物，“无资中国之用”，而元朝人因为贪图海上贸易的利益“终启日本之祸，末年乃有张士诚、方国珍海上之变”，海禁政策是“万世宏远不易之定计”，一旦开禁，想要阻止就困难了，“生后人无穷之患，恐其即开而难塞”。
　　虽然反对开禁的声音依旧存在，但是随着明朝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开禁已然迫在眉睫。嘉靖四十三年，福建巡抚谭纶以回籍守制上陈善后六事，他指出：“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禁之而私通如故不若官明通之，而制之以法，自通番禁严而附近海洋鱼贩一切不通，故民贫而盗愈起，宜稍宽其法”因此他请求朝廷允许有限度地开放海禁，这个主张在当时得到了大部分官员的认可。
　　隆庆元年，朱载垕昭告群臣：先朝政令有不便者，可奏言予以修改。时任福建巡抚的涂则民利用这个机会，上疏请求在漳州月港开港，允许民间出海贸易。这个请求得到朝廷的批准，月港成为了明朝唯一的民间贸易港口，史称-隆庆开关。
　　月港开放后，“人烟辐辏，商贾咸聚”汇集“犀象玳瑁，金刚琥珀，沉木檀楠，片魏珊瑚，以及未名未见之物，如篱落间，天下推华腴地也”。而月港所在的海澄更是成为闽南小都会，有“小苏杭”的美称。万历四十一年，月港的商税已经占福建税收的一半之多。
　　对于倭患这一困扰明朝多年的顽症，自隆庆开关之后，解决了倭寇出现的经济根源问题之后，东南沿海从此“倭渐不为患”。虽然隆庆初年的开关政策并不彻底，明朝依然通过发放许可证的方式对海外贸易进行控制，但民间被压抑了两百年的商业活力最终被释放了出来，失去经济诉求的走私贸易随之开始根绝，倭患也在不知不觉中也慢慢消失了。
　　由于明朝诸如丝绸、陶瓷等商品在国际市场的走俏，吸引了大量白银流入明朝。据统计，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的七十二年时间里，全球白银总产量的三分之一都涌向了中国，保守估计数量约为3.53亿两，在货币层面上，极大地刺激并促进了明朝在商品经济与社会经济方面的快速发展。
　　隆庆开关有效的促进了明朝的开海贸易，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正如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发生时一般，明朝江南也开始出现诸如丝织业、棉纺织业与加工业、造船航运业等相关新型经济行业，正是依托这些与对外贸易或沿海贸易密切相关的新兴产业的出现。明朝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商品经济日益活跃。
　　但隆庆开关并不是一次完美的变革，明朝的海上贸易也只是打开了一条很小的通道，全国也仅仅是开放了福建海澄的月港作为唯一的通商“口岸”。
　　同时，明朝还将参与月港贸易的商人限制在漳泉二府，为商人们制定了非常苛刻的出海贸易规定，对出海商人的船只到货物，从时间到路程都有严格的规定，并要求官兵严加盘查，为了更好地监督出海商人，不仅对商人们实行连坐制度，甚至规定了举报者的赏格以及诬告者不受惩罚的规定。
　　由此可以看出，隆庆开关虽然为明朝带来了很多方面的益处，但这次开关对于明朝而言更多是一次带有实验性质的尝试而已，如果缺乏持续的政策支持与产业提升，势必无法持续。
　　从筹海之争到隆庆开关。明朝在禁与不禁之间，经历了顽固的坚持与教训反思之后，最终选择了一条顺应时代大潮的道路。虽然出于封建固化思维的限定，明朝在开关条件、规模上的诸多限制，没能让这项良政得以推广到全国，使之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但通过明朝海禁开放的历史教训，也让我们清楚的看到，固步自封、拒绝与世界交流的行为，终究是错误的，只有兼容并包、海纳百川才能真正的立于世界潮头。
　　隆庆开关对海外贸易产生了哪些影响?
　　首先，隆庆开关最明显的影响就是打破了严厉的海禁政策，促进了海外贸易，特别是私人贸易的发展。张燮在《东西洋考》对当时月港的商船有这样的记载：“大者，广可三丈五、六尺，长十余丈;小者，广二丈，长约七、八丈。”可见当时进行贸易的货物之多。同时，由于海外贸易利润巨大，除了一般的私商，当时的官员也加入其中，从中牟利。掌管月港税收的税监高寀就是典型的代表。
　　此外，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带来的一个影响是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中国经济史学家梁方仲先生估计，自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从海外输入中国的白银达一亿银元以上。白银的大量流入，也促进了明代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
　　第三，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海外市场对中国陶瓷、绸缎的需求，促进了国内手工业的发展。为了满足市场需求，除了手工作坊自身生产能力的提高，伴随着海外贸易，很多手工技术的交流和学习也得以实现。《天工开物》记载：“凡倭缎制起东夷，漳、泉海滨，效法为之。……其织法亦自夷国传来。”手工业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明代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
　　第四，推动了造船业的发展。海外贸易，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就是船。在隆庆开关之前，明嘉靖时期，政府严禁民间造双桅船，而隆庆开关后，船只的制造限制被打破了。这也是自郑和下西洋后，明代造船业的复兴。
　　由于隆庆开关是中国主动开关，开展海外贸易，顺应了世界大势，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总而言之，隆庆开关，不论是对于明代，还是对于中国历史进程，都是有着深远影响的重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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